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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语境制约行为，目的决定过程。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新考察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以汉语

的国际教育推进跨文化理解、跨文明互鉴、“民心相通”，进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考察

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的路径，就需要从以教育者为中心转向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共识为中心，从以

语言教学为中心转向以语言教学和语言服务结合为中心。而要满足这些要求，就意味着对汉语国际

教育的学科属性和队伍建设应按“汉语＋Ｎ（多种学科）”的思路加以重新认识。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　命运共同体　获得感　汉语＋Ｎ

　　何为汉语国际教育？汉语国际教育何为？通常以为这是很明确的问题，其实未必。语
境制约行为，目的决定过程。本文将从对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重新认识开始，讨论新时
代汉语国际教育的路径选择，进而分析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属性和队伍建设。

一　共同体：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指向

汉语国际教育的高速发展有目共睹，但对于这一发展的目标和价值的理解似乎还并没
有达成普遍的社会共识：国外的“中国为何要如此费力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文化侵略”
猜忌此起彼伏，国内的“为何不把如此巨大的经费投向自己的教育”的“胳膊外拐”疑惑也从
未消除；即使在汉语国际教育界本身，对于“何为汉语国际教育”“汉语国际教育何为”也尚未
形成自觉的共同理念。这无疑制约了我们未来更好发展的可能。
何为汉语国际教育？一个最简单的认识就是“教外国人汉语”，比较严格的说法似乎就

是“面向外国的汉语教育”。汉语国际教育何为？最为简要的说法就是“传播汉语、传播中国
文化”。不过，这样的解释显然既无法有效回应国内的“胳膊外拐论”的质疑，更难以有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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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国外“文化侵略论”的诘难。
对此，胡范铸、陈佳璇（２０１１）曾针对“汉语教育教什么”的问题，提出：“决定‘教什么’的

最重要因素就是‘为什么教’”，而“我们为什么教汉语”？“首先就是促进世界和平。语言是
沟通的最好的工具，是构筑世界和平的最好的工具，也是构筑多元文化理念的最好的工具。”
“汉语国际传播的核心是让世界、让西方世界真正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的核心是什么？这
种价值观也有它的依据，也有它的合理性。”这一认识试图走出“为汉语传播而传播汉语”“为
文化传播而传播文化”的某种话语模式，不过还显得比较空泛，因此也就很难获得足够的回
应。
胡范铸、刘毓民、胡玉华（２０１４）开始明确提出：“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或曰‘汉

语能力获得’，或曰‘交际能力建构’，或曰‘经济利益实现’，或曰‘中国文化传播’，种种认识，
似乎都有价值。不过，由此也带来诸如‘如何处理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目标之上
是否还有更为重要的目标？’‘贯穿这些目标之中的核心又是什么？’等一连串问题。应该说，
汉语国际教育不但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播，不应该只是希望由此
拓展中国经济实力或提升中国国际政治地位。
汉语国际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语言能力训练而展开的‘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可

以影响‘情感地缘政治’的过程，它应该是造就国际社会情感沟通的重要力量。”并由此指出，
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也许可以定义为五个层次：“汉语能力获得———交际能力建构———经济
利益实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外社会互动”。其中，“汉语能力获得”只是一个前提性、
基础性的条件，根本目标应该还是“中外社会互动”。而在这一多层次的目标体系中，贯穿始
终且不断强化的核心应该就是“情感沟通”。这一认识基于“国际理解教育”和“情感地缘政
治学”而展开，但对于目标与路径的讨论还是没有充分展开。
直到张虹倩、胡范铸（２０１７）才进一步确定了这样的认识：“基于全球治理的视域，孔子学

院的建设、汉语的国际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不断推进‘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设。”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指出：“共同体”和“社会”相关而不同，虽然都属于人类的共同生活

形式，但“共同体”指的是“真正的共同生活”，而“社会”可能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
活”。“共同体”是人类出于“本质意志”（ｗｅｓｅｎｗｉｌｌｅ）的有机团结，它体现了人类关系的真正
本质；而传统意义的“社会”则是依赖权力、制度、法律等“选择意志”（ｋｆｉｒｗｉｌｌｅ）形成的机械
团结，体现的是人类关系的表象。（滕尼斯，１９９９：１５４）

“命运共同体”是“命运”与“共同体”的一种内在精神组合和有机联系。早在２０１３年，中
国政府便宣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
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
同体。”（习近平，２０１４：２７２）２０１７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明确将“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列为十四大“治国方略”之一。这也是国际关系史和世界政党史上一个大国一
个大党第一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自己的政治纲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全球发展的现实要求。当今世界，一方面“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
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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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
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
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习近平，２０１７：５８）其中，尤其是互联网的空前发展，不仅
深刻改变了作为社会运行基本条件的信息生产方式、信息流通方式与信息消费方式，同时也
深刻改变了社会的层级结构与地缘关系。“在这一语境下，‘全人类参与’与‘全球化治理’究
竟如何展开，第一次已然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性的问题。”（胡范铸、周萍，２０１７）通过更加有效
的全球治理模式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已成为全球的共同需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新时代“中国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信息流通的全球化、
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人员交通的全球化，不但决定了任何社群再也不可能只是一种孤立的存
在，更意味着空前加重了大国权益与全球共同权益的关联，加重了大国责任与全球共同责任
的关联。中国目前就人口而言世界第一，就国民生产总值而言已成为第二大国，就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已连年达到３０％以上。没有中国的发展，全球的发展将严重受挫；而
没有全球的发展，中国也不可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因此，“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及国
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责任’就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话题。”（胡键，２００７）中国有责
任为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目标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２０１７：５８）。这五大目标构成了一个宏大的目标体系。在这其
中，“持久和平”无疑是第一位的、基础性的目标。而要达成这一远大的目标体系，最重要的
“路径选择”便是“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习近平，

２０１７：６０）。而这“五通”的“核心问题”我们以为便是“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的前提是语言相通，西方文明中有所谓“巴别塔”的传说。据《圣经·旧约·

创世记》的叙事，人类曾经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
只采用了一个策略“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就使得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通天塔计划因此
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这一故事正是语言相通对于民心相通的重要性的最简单而明白
的揭示。

语言相通的基本路径无非两条：一是改变交流内容的语言形式，也就是借助翻译；二是
改变交流者的语言能力，这就是二语学习。①

不过，“语言相通”本身并不直接保证“民心相通”，因为人类历史上固然不乏“语言战争”
（不同语言集团之间的战争），更多的却是非语言的战争。这就要求在构建“语言相通”的同
时就自觉地指向彼此的“民心相通”乃至“共同体”意识，这也就是“国际理解教育”。
所谓“国际理解教育”就是以“国际理解”为理念而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的总称。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早在１９５２年就已提出：国际教育的任务是“解释人类文化差异性的原因；说明人
类文明来自于各个民族共同的贡献；证明人类进步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强调各个民族都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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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作的责任；指出国际协议的履行需要人类共同的意志；倡导教育成为国际社会达至世界
大同的必经之路；培养年轻一代的和平文化意识；培育年轻一代的国际理解与合作精神。”
（转引自王涛，２００９）此后更进一步提出“国际理解教育”的口号，强调“将事实上的相互依赖
变成有意识的团结互助，是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教育应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对世界
的进一步认识来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９６）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能否理解世界、世界能否理解中国直接决定了国际社会

“全球理解”的可能。由此而言，汉语国际教育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不应该只看作是“在
国际上开展”的“汉语教育”，向国外传播“汉语”以及附着于其中的中国文化；更应该看作是
“汉语／国际教育”，是“运用汉语进行”的“国际教育”，是一种运用汉语教育增进不同文化背
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区域、国家、地区的人们之间相互了解与相互宽容，加强
各自之间相互合作，以便共同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重大共同问题的国际理解教育，是
“以语言交流为纽带，以文明互鉴为平台，努力成为增进友谊的桥梁、合作共赢的推进器”（刘
延东，２０１７）。
在这里，汉语的传播过程无疑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但“传播中国文化”只是汉语国际

教育的“效益”之一，并非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语言交流”的目标不是单一方向的“向
对方传播中国文化”，而应是“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也就是说，汉语国际教育就是以汉语
的国际教育推进跨文化理解、跨文明互鉴，由民心相通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进而推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一
种努力过程。只有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习近平，

２０１７：２５），才能既有效回应“胳膊外拐论”的质疑，更有效回应“文化侵略论”的诘难。

二　获得感：汉语国际教育的路径选择

既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球治理为路径，“全球治理”以“民心相通”为基础，“民
心相通”离不开“国际理解教育”，汉语国际教育正是国际理解教育的组成部分，则基于“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汉语国际教育何为？

（一）从以教育者为中心转向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共同意愿为中心
基于“传播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的汉语国际教育是以一种以教育者为中心的活

动，关注的首先是教育者的利益；而基于“以汉语传播为路径促进命运共同体构建”理念的汉
语国际教育则意味着是一种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共同意愿为中心的活动，关注的首先是
受教育者的“获得感”。这就要求：
其一，以受教育者的情感需求为中心。学习不是“文化置换”，学习他国文化不是用他国

文化置换自我的文化，而是构建一种互文性的、主体间性的文化关系。在社会交往中，几乎
绝大多数人首先更愿意做的是“诉说”而非“听说”，人们之所以能够结成“好友”“闺蜜”，首先
就在于寻找到情感上“互相诉说”的对象，跨文化交流尤其如此。由此而论，汉语国际教育的
成功首先不在于让受教育者能够“用汉语听说中国故事”，而是“用汉语述说受教育者（社会）
的故事”。
我们应该明确告诉全世界：传播汉语并不是为了输出中国文化，而是为了与世界分享各

自的文化。分享，不是仅仅向对方传播，而是同时也向对方学习；同样，学生学习也不仅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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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接受中国文化的传播，更是为他们向中国介绍他们的文化创造机缘：学习汉语首先不是为
了听中国人讲故事，而是向中国人讲故事，“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们的故事，向

１３亿中国人讲故事将使得你们的故事真正成为全人类的故事”。这样，不但将有效避免语
言传播中普遍容易产生的“文化侵略”的疑虑，更可以激发受教育者的情感认同。②

其二，以受教育者的知识需求为中心。以受教育者为中心不等于“不讲中国故事”，而是
说，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要能够回应国外汉语学习者的“知识困惑”。有调查显示：外国人最
爱问的问题是“中国会是专制国家吗？”“中国政府为什么只准生一个孩子？”“中国在用武力
威胁东南亚国家吗？”“中国人真的吃狗肉吗？”“中国人为什么都数学好？”“中国人都不信仰
上帝吗？”等等。（周鑫宇，２０１７：１１）对于此类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常常采取的是一种鸵鸟政
策，而不是给予明确的回答和认真的讨论，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其三，更重要的是以受教育者的发展需求为中心。对一个社会来说，“人力资本”是经济

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而对一个个体来说，教育则是“人力资本”的建构过程。中国的英语学习
之所以全民性“自我动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英语的学习能够有效地使得学习者的“人力资
本”明显增值。二语学习对于绝大多数学习者来说不是“文化猎奇”的助手，而是自我成长的
帮手。汉语国际教育同样必须注意克服只关心如何满足“文化猎奇者”的需求，而忽视借助
汉语的学习帮助学习者个人发展的问题，提升其就业机会，拓展其上升空间。

（二）从以语言教学为中心转向以语言教学与语言服务结合为中心
基于“传播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的汉语国际教育是以一种以“语言教学”为中心的

活动，关注的首先是如何完成“教学大纲”的任务；而基于“以汉语传播为路径促进命运共同
体构建”理念的汉语国际教育则意味着是一种以语言教学与语言服务结合为中心的活动，关
注的首先是由汉语教学完成了什么“社会服务”。这就意味着：

其一，从“对当地人教育”转向“为当地人服务”。汉语国际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当地
人进行汉语教育，而是更要着眼于为当地人民的福祉和社会发展服务。这不仅意味着要注
意借助汉语的学习帮助学习者个人发展，提升其就业机会，拓展其上升空间，更意味着要推
进当地社会的发展，让当地社会有“获得感”。如在缺医少药的非洲地区，也许首先需要考虑
将汉语国际教育与基础卫生培训结合起来；在“一带一路”工程拓展地区，也许首先需要考虑
将汉语国际教育与机械操作培训结合起来；在高度依赖旅游经济的地区，也许首先需要考虑
将汉语国际教育与导游培训、民宿管理指导结合起来。③

其二，从只注意教汉语转向同时注意为在当地的中国人的工作与生活服务。汉语国际
教育，不仅仅要让所在国的人民有获得感，也要让中国的人民有获得感。这不仅仅包括因为
语言教育而使得中国的海外企业更容易招聘到合适的当地员工，更包括因为汉语的国际教
育而使得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切实感受到了生活的便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开
放，中国人出国留学、访亲、旅游已经成为非常普通的生活方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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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叶澜老师因讲授汉语时注意导入留学生祖国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和

话题作为课堂内容而受到特别欢迎，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第一个进入中国的传教士罗明坚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中国肇庆开设第一所教堂“仙花寺”（１５８３
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帮助治愈了肇庆知府家人的不育症。



的旅游客源地。而海外游历生活的质量，也就成为中国人生活质量的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
部分。如何使中国人在世界各国感受到更多的语言便利，无疑是中国旅游管理向全球管理
延伸的重要路径，也是提升中国百姓国家自豪感和社会发展“获得感”的有效路径。④

语言也可以成为一种“公共产品”，增加汉语“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此也促进其他产品消
费。没有消费便没有制造。语言消费带来的语言就业才可能真正有效促进汉语教育。

三　汉语＋Ｎ：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特性和队伍建设

既然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是“以汉语传播为路径，推进国际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增加学习者的获得感，增加当地人民的获得感，也增加中国人民的获得感，那么，对于现
有的汉语国际教育的师资队伍结构乃至学科归属也就不能不重新加以认识。

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性质如何确定一直聚讼不已。
就学界意见而言，尽管对于汉语国际教育的研究或从语言学出发，或从教育学出发，或

从心理学出发，或从传播学出发，甚或从政治学、经济学出发，但对学科属性的认识基本可以
分为三类：一是以为属于汉语言文字学，一是以为应归属于语言学学科下的“应用语言学”
（包括认为应归属于国际上通行的“第二语言教学”学科），一是以为应归入教育学。即使主
张汉语国际教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或是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理论的“新兴的边缘交叉学
科”的，就其论述的基点看，最后其实还是落脚于“汉语言文字学”“应用语言学”“教育学”其
中一部或几部。（参见崔希亮，２０１５）

就学位管理体制而言，目前“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归在“中国语言文学”这个学科门
类（２０１２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汉语国际教育，代码０５０１０３”归
属于“文学门类，代码５０”下位的“中国语言文学类，代码０５０１”），硕士专业归属于“教育学”
（“汉语国际教育，代码０４５３”作为专业硕士学位与“教育学，代码０４”门类相关），博士专业归
属于“中国语言文学”或“外国语言文学”。（参见崔希亮，２０１５）

这一学科属性认识和学位管理体制的混乱，一般以为是一个难以忍受的问题。我们以
为，这其实既揭示了某种困境，也提示了某种价值。这就是不但逼着我们思考，“汉语国际教
育”的学科基础到底是什么，也许还可以倒逼我们思考如何跳出传统学科分类的藩篱。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汉语国际教育”并不能够仅仅理解为“汉语（国际）教育”，即“在国

际上教汉语”；而应该理解为“汉语／国际教育”，即“用汉语开展的国际教育”。“汉语／国际教
育”离不开“汉语（国际）教育”，但绝不限于“汉语（国际）教育”，而是必须指向更高的价值目
标。汉语的使用人口已经拥有十多亿，如果仅仅是一般性意义上的“二语教学”，我们无法回
应何以在国内乡村教育存在巨大缺口的条件下每年还要只为一两百万的海外“汉语学习人
口”就投入数亿美元⑤；也无法解释何以学界会只对“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属性而不对其他二
语语种教学的学科属性如此争论不休。这只有将汉语国际教育置于全球治理，置于构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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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如意大利都灵大学孔子学院组织师生为当地各种展览馆翻译中文游览说明，不但推进了汉语教
学，也大大方便了来到都灵旅游的中国游客。

根据２０１６年《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孔子学院当年拥有各类面授学员１５５万，网络注
册学员５９．７万。而该年孔子学院年度经费为３１４，１１６，０００美元。



心相通”的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才可能获得理解。
“汉语国际教育”是“汉语”＋“国际理解教育”，这“理解”牵涉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由

此而论，“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其实就应该是一种“汉语＋Ｎ”的学科。

这里的“＋Ｎ”很容易被人理解为就是“＋中国文化”。其实不然，它可以是“＋中国文
化”，也可以是“＋中国经济”“＋中国社会”，还可以是“＋医学”“＋法学”“＋行政学”等等各
个学科。即使是“＋文化”，其中的“文化”也不应该如目前通行的理解为只是“太极拳”“唱京
剧”“剪窗花”等等，“文化”包括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用文化三个层面，“汉语＋文化”不能
只是停留在器用文化上，而应该更深入到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层面。否则，既很难适应海
外汉语学习者的“知识需求”，也很难适应其“发展需求”，更难适应“构建共同体”的需求。

其实，在我们不停地为“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属性纠结的时候，国外高校自主组织的
“汉语教育”早就体现了“汉语＋Ｎ”的学科特质，他们的汉语教学者往往不但是汉语的专家，

同时还是中国哲学专家、东亚经济学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而他们所在的机构，或者是“东
亚系”“东方学院”，或者是“商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很少有纯粹的“汉语言系”或者“汉语
言文学系”。以至于常常出现这样的尴尬，西方的汉学家与中国国际汉语教育学者讨论中国
问题或者国际问题时，只是接受了“汉语＋教学法＋跨文化交际”训练的中国学者多半只能
无言以对。⑥

“汉语国际教育”是一个专业，关于这个专业的学科属性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这种
不同的认识影响了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崔希亮，２０１５）尽管我们对于“培
养目标、培养规格”的具体内容与现有的普遍认识并不一致。

我们以为，多年以来“汉语国际教育”的人才培养只是注意“汉语＋语言教学知识＋（些
许）跨文化交际知识”的知识模型应该改变⑦，应该注意大力引进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

历史学、法学、哲学、生态学、医学、建筑学等各学科的硕士、博士，更可以“双学位”等形式，造
就一大批真正具有“汉语＋Ｎ”知识结构的教师队伍，这样才可能有效践行“以汉语国际教育
为路径，推进民心相通，推进全球治理，推进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
当然，“汉语＋Ｎ”中的“＋Ｎ”并不能简单地就等同于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历史

学、法学、哲学等学科本身的研究，而应该是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国社会基础和可
能路径”对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等问题的重新思考。这一重新思考
并不限于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也应该包括对世界尤其是汉语学习者
国家相关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对外派的汉语国际教育教师来说，在教汉语的同时深入学习、

研究所在国的社会、文化的某一问题，不仅是个人学术成长的方便之门，更是汉语国际教育
的任务之一。如果没有向世界各国的更深入的学习（研究），没有对于世界各国更深入的理
解，“一带一路”倡议很难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更是难以实现。汉语国际教育处于“民
心相通”的第一线，教师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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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有研究中国汉代文献和明代社会的意大利博士生参加“新汉学计划”来到某９８５高校对外汉语学
院，发现根本找不到可以对话的，因为学院的教授与博士从未研究过这类问题。

毋庸讳言，近年来汉语国际教育的学位论文低水平重复现象远远高于大多数学科，这不能说与这
一学科目前的训练模式没有关联。



汉语国际教育的“汉语＋Ｎ”的结构或许可能倒逼我们对于学科分类传统认识的调整。
日本一些高校开设有“社会系统”专业，包括但不限于我们称之为国际关系、经济学、社会学、
历史学、哲学乃至宗教学的各种学科，这一设计也许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不无启示。其实，不
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借助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得到拓展，即使是生态学、医学、建筑学等
学科也同样可能基于目标的重新设定而有所发展变化。⑧

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在国际政治大背景和负责任大国条件下，作
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人类和平发展的自觉努
力。这样的事业，既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汉语教育，也不同于英语的国际教育，更不同于当年
的传教士二语教育、殖民者二语教育，因此，我们的实现路径和学科建设需要借鉴却不应复
制其中任何一种。这既给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提供了话语体系创新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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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一向不受重视的某医学院受到大量自费来华学医的发展中国家留学生的鼓励，拟将该校改为“热
带医科大学”，以争取在国内医学界独创一片自己的空间，这也许正可以看作“汉语国际教育＋Ｎ”对于国内
高校改革的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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